试论冯友兰的教化观及当代价值
胡 曾 胜
党的十大报告要求有关部门和理论工作者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从而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良好社会风气。冯友兰先生所著《贞元六书》之《新事论》中阐述的教化思想，内容丰富，蕴含深刻，论证了近代中国建立现代教育制度的可能性与必要性，指出了教育理论必须紧密联系实践，注重素质教育、实践教育，强调了社会大环境对于人的重要影响，提醒宣传对于形成社会风尚的重要作用。研究分析冯友兰先生的教化思想，对于新时代我们深入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化教育改革、加快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冯友兰先生教化观形成的历史背景
冯友兰先生生于斯、长于斯的时代，是一个梁启超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国际上，缘起于英国的工业革命在西方方兴未艾，使得其生产力出现飞跃，这种生产力的巨大进步，必然要求生产关系发生与之相适应的变革，于是，“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逐渐取代了“以家为本位底社会”成为主要社会形态，西方主要国家藉此由农业文明进入工业文明时代，综合国力大幅提高，换句话说，曾经无限辉煌的农业文明国家到了近代不再风光依旧，而是落后于时代的发展，工业文明国家引领时代的前进，这就是近代欧美西方国家进入现代化的客观实际。西方列强由于其资本主义的扩张本性，开始了用坚船利炮在世界各地广开市场的野蛮侵略，东方文明古国未能幸免。在国内，一方面，发源于东南沿海具有萌芽性质的资本主义关系缓慢发展，影响式微；另一方面，因毫无任何思想准备而被迫打开国门，中国被纳入西方列强世界市场化的洪流之中，任由其欺凌剥削。中国传统的以家庭为本位的社会结构不得不转向以社会为本位的社会结构，这种因外来侵略而引发社会结构发生重大改变，对近代中国社会造成的冲击是全方位全领域的，以往指导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社会等领域的传统思想理念逐渐被怀疑和改变，人们处于迷茫、徘徊之中。特别是在教育、社会领域，人们对于传统的“师徒如父子”演化到现实中的“师徒如路人”的现状，发出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悲叹。作为一位具有高度自觉性和深厚家国情怀的哲学家教育家，忧国忧民的冯友兰先生敏感地意识到生产社会化这个“惊天”变局对中国传统教育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提出来“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亦须工厂化。”的著名论断，并以此为中心阐发了一些列现代教育观点，开启了探索建立中国现代教育体系的先河，形成了冯友兰先生的教化观。
二、冯友兰先生教化观的主要内容   
冯友兰先生提出，近代以来自英美及西欧等国进行的工业革命使其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由“以家为本位底社会”嬗变为“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而中国自近代以来，也必然要进入这样一个现代化的进程。由此，冯友兰先生颇为精当地指出：“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亦须工厂化。”立足于近代中国社会变革的必然趋势与客观现实，冯友兰先生指出，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传统教育模式也包括传统儒家教化思想必然会产生的一些变化与革新，其中主要有三个方面。   
（一）现代社会应该实行教育制度工厂化   
“生产社会化底社会”在经济组织形式上是以工厂代替家或个人作坊，工厂的特点是：集中生产、大量生产，及细密分工，与这一形式相适应，冯友兰先生认为在生产社会化的社会里，教育人才的模式也要“集中生产，大量生产，细密分工”。即提出了“教育制度工厂化”的现代教育形式。首先，教育领域的集中生产。“此即是说，某种专门学校或专科只制造某种专门人才；某种专门人才，只归某种专门学校或专科制造。”不过就具体某一学校而言，虽然是制造某种专门人才而不是各种人才，但并不因此意味着由此而减少培养人才的数量，这是因为，“一个专门学校，或专科，是为全社会制造某种人才，既为全社会制造某种人才，就要大量制造”。可见，冯友兰先生以其哲学家特有的睿智视野意识到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对各种专门人才的必然要求和大量需求。其次，正是由于社会化大生产的现代社会有着大量专门人才的客观需求，才需要大量生产，但“大量制造并不是‘粗制滥造’之谓”。从旧社会的作坊小制作到新社会的大规模制造，并不意味着由量上的巨大变化要以质的牺牲为代价。最后，细密分工。学问家在传统社会是以“通才”而著名，但是，“自此以往，学问界是专家的学问界，所谓专家者，即对于很少底东西知道很多。因为他知道很多，所以它是个专‘家’；因为他只对于很少的东西知道很多，所以他是个‘专’家。”在以社会化大生产的时代里，冯友兰先生指出：“假使现在有一个人，对于现在各种低学问，都以为很懂，此人准是‘十八般武艺件件都通，但是件件稀松’。”究其原因，这是时代因素使然，值得指出的一点是，如果由此得出冯友兰先生认为在现代社会不会出现所谓“通才”的学问家或专家，显然我们没能明白冯友兰先生在此只是就新旧社会教育制度在一般层面上的整体倾向而言。   
对此，冯友兰先生总结道：“在生产家庭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是以人为中心；在生产社会化底社会里，教育制度是以机关为中心。”而这些机关，即是所谓“专门学校”，或大学的专科，这鲜明体现了冯友兰先生自觉顺应时代的变化，认识到新社会教育制度变革的必然性的现实基础，同时，他提倡把大学教育作为现代教育的主要形式。
（二）教育形式变化引起教育关系的变化   
以机关教育为现代教育载体形式的教育制度，教育主体之间的关系也随着教育形式的革新而产生新的变化，其中最为明显的是对传统师生关系的影响。原有的“师徒如父子”的师生关系，是“以人以家为中心”，在长期朝夕共处的环境中，师父与学徒之间往往存在着深厚的情感。所以，冯友兰先生就此指出：“‘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亦并不只是一句空话。”如果只是从传统的师生关系标准衡量，那么在现代社会教育制度中，难免使人产生从前是“师徒如父子”现在却是“师徒如路人”的印象和感受。冯友兰先生对此却有着更为独到的见解，他认为现在师生关系不如传统社会密切和深厚，这是事实，实际上不仅教育关系受到影响，其他关系诸如父子关系、兄弟关系以致夫妇关系同样都会受到社会化大生产的冲击，这是其一。另外，在看到这种关系对传统而言，受到影响乃至瓦解的同时，还应该看到现代社会关系并不是意味着“人对于任何人皆没有极亲密底关系”，毋宁说是在突破了传统局限于家庭关系中的小圈子而获得了与其他社会关系具有的更多的联系。有鉴于此，冯友兰先生认为，就教育和培养人才而言，“学校不过是一小社会，在它之外，而又超乎它之上，还有社会。社会对于人底影响，是更大底。”直言之，冯友兰先生从现代教育中师生关系的新状况出发，意在说明现代社会中培养学生的途径，应不仅仅囿于学校这一小社会，还应看到社会这所大学校对学生的身心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冯友兰先生创造性地提出了“有形教育”与“无形教育”相结合的教育理念。   
关于有人对教育中“经师易得，人师难求”的批评，冯友兰先生也对所谓“人师”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将现代学校简单看做只是一种知识贩卖处，进而认为现代教育只教青年“做事”而不教他们“做人”，这显然是对现代教育的一种误读或错解。其原因在于，在他看来，知识是靠“教”的，但“‘做人’并不是可以教底，至少并不是可以专靠教底。一个人所处底社会，对于他的品格，有决定底影响。这种影响我们称之为‘化’。一个人的‘做人’，不靠‘教’而靠‘化’，至少可以说，不大靠‘教’而大靠‘化’”。因此，就“做人”靠“化”这一真实意义讲，无论传统教育还是现代教育，“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专门当教书匠底人，亦不能‘教’出这样‘做人’底人。”这说明，在冯友兰先生这里，知识与德性是两个不同的教育内容，故而不能将两者在教育方式上混为一谈。　
（三）教育形式以及教育关系的变化导致儒家社会伦理平台发生变化   
冯友兰先生指出，传统儒家社会伦理的平台是个人以家为中心。“家亦是小社会，一家有一家的风尚，即所谓家风是也。一个人可以为其家风所化。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人在‘家’里生活，所以其家风对之有很大底影响。”现代社会中，“学校亦是一小社会，所以一个学校，亦有其风尚，即所谓校风是也。一个学生的动作言谈，都是受他的学校的校风影响。”除学校伦理教化的基本平台外，现代社会的风气对人的陶铸有着更为重要的影响。对此，冯友兰先生论述道：现在的社会制度使得包括从前社会里的妇女和儿童这些主要囿于家里的人，如今与社会的联系更为紧密而变为社会的人；另外，“因为城市的社会进步，已经成为社会化，而大家也不能离开社会了”，因此，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人更易受所谓风尚的支配。因此，冯友兰先生认为：“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化’的力量比在以家为本位底社会中大得多。所以在以社会为本位底社会中，群众运动可以很多，而且规模也可以很大。” 
二、当代价值   
当前我们依然处在冯友兰先生所谓“以社会为本位”为基本特征与发展趋势的现代社会，继续探讨其儒家伦理思想仍然有着不言自明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第一，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我国社会主导思想的前提下，应该说，目前我们还没有真正能够系统地从理论和实践的层面总结出儒家伦理在现代社会如何可能这一重大课题。因为目前学者可能更多关注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之类的现实课题，不过，如果认识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之间的内在联系，也许就不难认识传统儒家伦理如何可能的问题，其所蕴涵的理论意义就不只是拘泥于传统儒家伦理的现代性及其现代命运这一论域，还内在包含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对话与会通问题，包含马克思主义如何借鉴儒家伦理根植于中国近代社会的大众化问题。显而易见，冯友兰先生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和解答具有拓荒之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参照和借鉴。   
第二，面对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的现实，冯友兰先生在“接着讲”的意义上，通过对儒家传统教化思想与问题进行新的阐发与改造。这对弥补与纠正传统儒家教化思想重精英而轻大众、重思想而轻实践、重理想而轻日常等不足与偏向有着积极的意义,为今天高等教育中的素质教育、实践教育等现代课题在理论与实践的不同层面提供了宝贵的借鉴价值。使我们在伦理意义上不得不进行思考，今天的国民教育，需要什么样的素质、实践教育，怎样进行这样的素质、实践教育； 需要什么样的教师队伍以及如何建设这样的教师队伍。
第三，冯友兰先生指出社会风气对人的深刻影响，应该说是一种真知灼见对今天我们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形成良好社会氛围有着重要的启示。社会风气是一个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导向形成的社会主流意识的集中体现,它展现了社会成员的社会生活的整体面貌,反映了人们的精神状态、思想意识和价值观念。在人生存的环境中,社会风气对人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良好的社会风气能够使人产生积极向上、健康阳光的精神风貌，从而使人不断进步；而坏的社会风气则让人感到沮丧消极，进而导致颓废堕落。因此，党的十九大要求我们坚定文化自信，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进而将其融入社会发展各个方面，转化为人们的情感认同和行为习惯。不仅如此，十九大报告还要求理论工作者要深入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结合时代要求继承创新，让中华文化展现出永久魅力和时代风采，从而形成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该具有的良好社会风气。
第四，冯友兰先生关于领袖与群众的关系的论述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即领袖和群众是时代运动的产物，一个社会在某一时候，为适应某种环境，有某种运动，参加这种运动底人，其中出类拔萃的人就是领袖，其余即是群众，群众固不能离开领袖，领袖亦不能离开群众。这和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观点是一致，也和我们党的群众路线是相吻合的，即“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为我们学习贯彻、深刻领会十九大精神，在实践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自己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群众满意的事情做起，带领人民不断创造美好生活，提供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支撑！
